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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初，在革
命者的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曾氏被视为维护满族统治者的 “汉奸”“民族罪人”。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前后，国民
党高层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积极推崇儒家传统文化，曾国藩的形象一度翻转成为传统文化 “卫道士”。４０
年代，为反击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塑造、宣传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延续清末民初

的民族革命史观，将其再度批判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 “汉奸刽子手”。而海外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评价

有所不同，但总体倾向于将曾国藩标榜为 “中兴大将”及 “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派代表”。曾国藩形象演

变的历史轨迹表明，历史书写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本质上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政

治文化与知识话语体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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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乃中国近代史中备受关注且极具争议的典型人物，对其评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
的重要论题。百余年来，不同政治与文化派别对曾国藩的评价大相径庭、褒贬各异，成为管窥近代中国政

治文化变迁的一扇窗口。章太炎曾言：“曾国藩者，誉之则为 ‘圣相’，谳之则为 ‘元凶’。”① 曾国藩逝世

后，清廷追封谥号 “文正”以彰其功绩；其门生故旧及幕府人物将其推上清朝 “中兴第一名臣”“清代第

一流人物”的高位。如薛福成将其比作 “司马光、诸葛亮之流”，容闳视其为 “完全之真君子”。然而，

曾国藩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在翻转，甚至两度在社会上引起学习曾国藩的热潮。尤其是 ２０ 世
纪 ９０年代后，随着 “告别革命论”的出现及 “阶级分析方法”的淡化，曾国藩的形象开始被过度美化，

以至于出现 “从政要读 《曾国藩》，经商要读 《胡雪岩》”的流行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关于曾

国藩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民国时期即有学者关注到曾国藩的形象变化，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也有学者简要提
及这一现象，但尚未有专题性的系统深入研究。② 近来有学者从革命思想的延续视角探讨章太炎和范文澜

对曾国藩的批判，推进了相关研究。③ 不过，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形象由褒到贬、再由贬到褒、再到褒贬不

一的历史转变过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本文尝试从长时段的视角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曾国藩形象的演

变与历史书写，反思其多重话语背后折射出来的政治与思想问题，借此丰富人们对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

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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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奸”：清末民初革命者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

晚清时期，曾国藩一直被清朝统治者及其门徒树立为道德楷模而受到顶礼膜拜。正如容闳在 《西学东

渐记》中所言：“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① 然而，随着满汉冲突的加

剧，革命党人出于反帝排满的政治需要，开始热烈歌颂太平天国运动，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

统，② 对处于革命对立面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等人则大肆挞伐。由此，曾氏完美正面的楷模形象逐渐

受损。

清末革命党人章太炎是当时激烈批判曾国藩的代表人物，“开启晚清以降批评曾国藩之先河”。③ 他在

１９０６年于日本出版的 《絛书 （重订本）杂志》一文中对曾国藩进行了评价：“曾国藩者，誉之则为 ‘圣

相’，谳之则为 ‘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

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词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

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未尝建言持国家安危，诚笃于清室之宗稷者邪？方诸唐

世王铎、郑畋之伦……死三十年，其孙广钧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④ 在

此，章太炎指出了时人对曾国藩的两极化评价——— “圣相”和 “元凶”。此时的章太炎政治立场已发生变

化，由 “尊清”转变为反清，由宣传社会改良转向提倡民主革命。为了排满的政治需要，他更偏向于贬低

曾国藩，认为曾氏醉心功名、渴望声誉、利欲熏心，为追求高官厚禄，不顾民族大义，虽在地方办团练、

建湘军，竭力扶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但并未真正挽救危局，还为子孙后世留下 “民贼”的骂名。⑤

出于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排满思想，章太炎对曾国藩破坏汉人的风俗习惯也予以抨击：“吾闻洪、杨之

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剃。”⑥ 他还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批判曾国藩的洋

务行为：“满洲人既与汉人殊种，曾国藩者，渴于富贵，以造鸱枭破镜之逆谋，既狃大戾，始效泰西船械

以自封。”⑦ 可见，章氏指责作为汉人的曾国藩不顾民族大义，毅然充当满族统治者的帮凶和工具，为追求

个人财富不惜向西方侵略者学习造船技术，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过，章太炎在前

期对曾国藩于清廷的地位评价较低，认为 “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⑧

在章太炎看来，曾国藩虽助力清政府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但也不过是获得 “虚名之内阁”，并未真正参与

到清王朝的高层机密，仅靠献媚于清廷以保全自身的官位，不像福康安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立马获得

“贝子郡王之赏”，由此体现曾国藩并未真正得到清廷的重用。章太炎在 《逐满歌》中更是赤裸裸地指责

曾国藩的 “汉奸”身份：“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⑨ 曾

担任梁启超秘书的李肖聃在 《星庐笔记》中也曾感慨出身于江浙士绅家庭的章太炎为何如此贬低曾国藩，

原因是章 “以浙中旧儒，身赞革命”，因其 “饬逊清为建虏”，故谓曾国藩为 “大盗”。在李肖聃看来，章

太炎之论 “亦奇诞矣”。瑏瑠 不惟如是，章太炎及其他革命党人在 《民报》发表了系列批判曾国藩和清政府

的文章。如 １９０７年 《民报》上发表一幅丑化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图像，三人头像分别被附着在三

种不同的动物身上，以示侮辱。瑏瑡 章氏门生黄侃在 《哀太平天国》一文中极力表彰洪秀全英雄行为的同

时，用 “为满作贼”来贬低曾国藩的镇压活动。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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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太平天国被定性为民族革命，故革命党人多利用宣传太平天国来批判曾国藩。辛亥元老刘成禺 （署

名汉公）所编 《太平天国战史》一书，于 １９０６ 年在东京出版，５ 年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亦是从革命者的
立场和视角撰写的史书。此书是由孙中山提议撰写，并由他亲自为之作序，开篇即将洪秀全与朱元璋相提

并论，谓 “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所不同的是，“朱明不数

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而皇祀弗衰。洪朝不十余年，及身而亡”。自古 “以成败论豪杰”，洪秀全之失

败引起孙中山之同情，加剧了其对政局的不满，认为 “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

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便

是士大夫内趋炎附势的存在，“虽以罗 （泽南）、曾 （国藩）、左 （宗棠）、郭 （嵩焘）号称学者，终不明

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① 可见，孙中山认为曾国藩缺乏民族主义思想，

“终不明春秋大义”，清廷借助湘军等地方势力 “以汉攻汉”，以致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民族革命惨遭失败。

《太平天国战史》一书的指导思想是 “神圣洪杨，盗贼曾左”。刘成禺在书中多次将曾国藩称之为 “虏

臣”，暗示曾氏如清朝大将温邵原一般，“不能明效忠本族之大义”，从而导致 “满人非能亡汉，汉人自亡

之”，并嘲讽其为献媚于清朝满族统治者的 “汉奸”。另一方面，他又为洪秀全 “奄有江左”而未能联合

外国势力共同驱赶清朝统治者感到惋惜。② 革命党人刘成禺虽未直接点名曾国藩，但已暗示其为 “汉奸”

“民族罪人”。可见，清末革命者贬低曾国藩的底层逻辑仍是政治立场和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

不过，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批判曾国藩为 “汉奸” “民族罪人”的同

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比如维新派梁启超便对曾国藩甚为推崇，谓：“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

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

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

复也。”③ 个人对于政治人物的评价常常会不自觉地夹杂着自身的政治立场，清末梁启超是君主立宪制的鼓

吹者，其推崇明君，自然渴望 “贤臣”，故对 “治世能臣”曾国藩评价甚高。

民国建立后，新生国民党政权的身份和目标均发生变化，即从 “革命者”转为 “建设者”，从 “造

反”转为 “安邦”，国家统一的思想意识和现实需求逐渐增强。因此，伴随新生政权革命立场的转变，曾

国藩的形象也悄然发生改变，逐渐由负面的 “民贼”转为正面的传统文化集大成者。这从章太炎后期态度

的转变可见一斑。１９１４年，章增删 《絛书》，更名 《检论》，对曾国藩做出诸多新评价。如他在东京与宋

教仁谈论时，谓：“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

天山，置其叛迹，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④ 可见，章太炎此时态度

已发生较大转变，不再将曾国藩视作 “汉奸”，反而开始肯定其成就不世之功的贡献。

二、传统文化 “卫道士”：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前后的曾国藩形象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国民党内部开始有意推崇曾国藩，以其为治军训属、立身行事之模范，谓 “自洪秀

全覆灭，国人莫不乐道曾、胡。清末革命党以排满相号召，乃于曾、胡辈无恕词。近岁，则党国要人始复

以曾、胡相勖励，并引为治军、训属之范则…… 《曾国藩家书》亦甚为时贤所称许，谓吾人立身行事，可

资师法。凡此之属，屡见于报纸记载，不遑备举”⑤。至 ３０年代初，社会上掀起了一股 “曾国藩热”，尤其

是知识分子极力追捧曾国藩，大量关于曾的事功、言论和思想的书籍应运而生。由此，曾国藩的负面形象

逐渐被淹没，儒家传统文化 “卫道士”和 “内圣外王的完人”再度成为其标签和名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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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检论·对二宋》，朱维铮校点：《章太炎全集》第 ３册，第 ６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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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２０年代初，即有学者以 “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方式对曾国藩做出相对正面的评价。吕思勉在

１９２２年撰写的 《白话本国史》一书中认为，咸同之际 “民族的自觉，势力颇小。而君臣之义，颇有势

力”，曾氏生平带有浓厚的 “君臣之义”思想，不宜用 “民族主义”的思想来质问他为何要做 “满洲的奴

隶”，“推翻王室，改良政治，这件事，在大家都抱着君主思想的时代，谈何容易办到。况且曾国藩等，何

尝知道彻底改良政治来。以练兵造船……为自强，正是这班中兴名将的政策”。① 这套中国通史几经出版，

在当时产生较大的影响。吕思勉是 “新史学”最早的接受者和实践者，他对曾氏的评价或许受到梁启超的

影响。同年，胡适在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及曾国藩的事功时，不无感慨地谈道：“曾国藩是

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他的中兴事业虽然 “光荣灿烂”，“可惜都没有稳固的基础，故都不能有长

久的寿命”。清朝的命运走到太平天国之乱的节点，“一切病状一切弱点都现出来了”，而曾国藩一班士大

夫 “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国，平定各处匪乱”，做成中兴之业，实属难得。尽管这使满清延续了五六十年的

国运，究竟救不了腐败的满清帝国走向灭亡之途。而曾国藩在 “文学上的中兴事业，也是如此”。② 可见，

胡适虽认为曾国藩的事功与文学根基难以长久，但整体上对其持肯定态度，肯定其挽狂澜于即倒的历史功

绩。柳诒徵在 １９２４ 年出版的 《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引用日本学者稻叶君山 《清朝全史》的观点，谓：

“世谓湘军之精神，在维持名教”。③ 换言之，柳氏认同稻叶君山的观点，认为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之间

的战争，并非维护满清王朝，而是出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二者之间是一场宗教之争。不过此时，曾国藩

翻转成为正面的 “卫道士”形象还主要停留在知识分子层面，尚未引起社会上的关注热潮。

胡适在当时被青年人视为偶像，他本人及其他知识分子对曾国藩形象的重评，很快引起舆论界瞩目。

２０年代末，新闻媒介也加入对曾国藩的正面形象宣传行列。１９２９ 年，作为 “报界三杰”之一的徐凌霄接

受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和总经理胡政之的邀请，撰写清末民初掌故，其与兄长徐一士在 《国闻周报》

共同发表 《曾胡谭荟》系列文章，讲述曾、胡故事，意在为曾国藩鸣不平，谓：“良以胡曾诚有大过人者，

无间今昔也。至其未明民族大义，自是时代使然。曩日中国智识阶级，讲天下主义，不讲民族主义。孙中

山先生于其 ‘民族主义第三讲’中尝详言之，吾人固不必以此苛责曾胡矣。”④ 在徐氏兄弟看来，清末民

初革命党人所指责的曾国藩 “不明民族大义”是由于时代所限，并非曾、胡个人之过，呼吁民众不要过于

苛责曾国藩和胡林翼。他们认为洪、杨标榜西教，毁弃名教，破坏文化，引起士人阶层极大愤慨，曾国藩

镇压太平天国，除传统的忠君思想外，“更有名教与文化之关系”，且当时 “君臣一伦，自亦在所谓名教

之中”，⑤ 即曾国藩是出于维护 “名教”，维护儒家传统思想文化，即使存有忠君思想也无可厚非，毕竟

“君臣一伦”也在名教范围之内。他们在序言最后还明确指出，《曾胡谭荟》系列文章旨在 “使读者对曾

胡有较亲切之认识”。

实际上，早在北伐时期即有人将国民党蒋介石比附为曾国藩：“蒋介石、唐孟潇之携手北伐也，谭组

庵贻书唐氏，谓蒋介石为今之曾涤生，愿君以胡润之为法，以收和衷共济之效。”１９２９年 ４月 １８ 日，蒋介
石在汉口对所部训话时，曾有 “曾胡治兵语录不可不读”之语。⑥ 曾胡作为当时国人的精神典范，蒋对其

道德修养、人格精神推崇备至，处处加以效仿，多次在日记中高度评价曾国藩。⑦ 他指出：“曾胡一般先

贤，他们当时救国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提倡中国固有的道德———就是孔孟之道，其所倡导的就是一种 ‘忠

诚朴拙’的人格。”⑧ 蒋介石虽然接受近代新式军事教育，但在其思想内核之中，儒家文化仍占据重要地

位。尤其在其逐渐接近权力高峰的过程中，更为推崇曾国藩这类治世能臣、忠臣，以便为其辅佐效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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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形象演变与知识生产

此可见，追捧曾国藩现象背后，与国民党的推动不无关系。

３０年代以后，儒家传统文化的 “卫道士”甚至成为曾国藩的主要身份标签。１９３０ 年，典型的文化主
义者陈训慈在 《太平天国之宗教政治》一文中专门反驳曾国藩 “甘为满洲之奴隶者”一说，认为持这种

说法的人 “未明曾氏出兵之意义”，伦常破坏、孔孟之传统精神扫地较外族统治更为严重。因此，曾国藩

“殆为人伦名教而战，而非徒为清室而战。湘军亦非一姓之军，而有如主义之军矣”。① 作者再次强调曾国

藩与太平军之战是为维护名教，为保护儒教传统文化而战。１９３２ 年 １１ 月，郭斌騄在 《大公报》发表 《曾

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高度肯定曾国藩在道德、文章、事功等方面的贡献，赞扬其保卫中国传统文化

的功绩，云：“中国近三百年中值得吾人崇敬之人物，当推曾文正公……文正之荣，亦中国文化之荣……

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业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

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

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

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

不数数觏。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

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② 可见，郭斌騄认为曾国藩是德才兼备、文武兼具的伟人，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

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标签和文化符号。

毋庸置疑，国民党高层对 ３０年代 “曾国藩热”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１９３３ 年 ５ 月，蒋介石效法曾国
藩，在南昌编练团队，成立赣省保卫师，以期肃清共产党。③ 次年 ２ 月，他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主张

以儒家文化的 “四维八德”为宣传口号，重建传统，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由此，曾国藩的文化价

值和热度再次被提升。国民政府官员李朴生在 《曾国藩的用人方法》一文中指出传统儒家文化对维护国民

党统治的重要性：“曾国藩时代可以捧出孔子号召群伦，征讨 ‘发逆’，我们要如法炮制。”④ 面对中国共

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挑战，国民党高层认为要尊孔读经、重揭儒家传统文化的大旗，以抵抗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的传播。蒋星德在 １９３５年出版的 《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中直言，曾国藩之所以被追捧，很大

程度源自 “‘共匪’的骚扰，和国民道德的低落”。正因如此，“最近的风气似乎改变了，被遗忘的曾国

藩，最近又似乎慢慢引起国人的注意了”。⑤ 李鼎芳、张荫麟在 《曾国藩及其幕府》一文中赞赏曾国藩的

“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性情足以近人”，“按他的时代的标准去衡量，他可是一个并世无两的

伟大领袖”。⑥ 在他们笔下，曾国藩作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代表的文化价值再次凸显。国民党高层的介入与

推动，加之知识阶层和新闻媒介合力为其辩白和宣传，曾氏已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旗帜，引发整个

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时期，学界不仅整理出版曾国藩的奏稿、日记、信札和诗文等，《曾文正公全集》也一版再版，

另有多部专门研究曾国藩的传记，以为其正名。１９３６ 年，胡哲敷在 《曾国藩》一书中谈到湘军与太平军

之战时，对曾国藩有这样的评价：“他始终不懈，为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

典则，一旦扫地荡尽，这是曾氏的心迹。是故湘军初起之时，只在保卫乡土，后来便在维持名教。”作为

传统文化 “卫道士”，曾国藩为维护儒家孔孟之道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似乎合乎情理。即使到抗战爆发时

期，国内知识分子仍秉持这种观点。何贻在 １９３７年出版的 《曾国藩评传》中继续为其缺乏民族思想而

开脱罪责，认为曾国藩受 “时代背景与家庭环境”所限，“观其所作檄文，兢兢以扶持名教”，效忠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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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并非他本意，并赞同前辈学者所说 “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的观点。① １９３８ 年，秉持
民族革命史观的萧一山在 《曾国藩传》一书中也认为：“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

民族大义责之！”② 不过，萧氏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三篇文章 《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 《论近代中国民族革

命》《再论民族革命的三个阶段》，彻底为曾国藩摘掉了满清政府的 “帮凶”和 “汉奸”的罪名。③ 抗战时

期，中华民族观念空前加强，满汉不再有畛域之分。萧一山即认为，满人与汉人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

者，不应把满人看作异族压迫者，而应视为 “同族”，“清人也和我们一样的是弱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共

同的敌人是西方帝国主义，而曾氏发起的自强运动抵制了西方帝国的侵略。④ 循此逻辑，曾国藩不再是缺

乏民族主义的 “民族罪人”，而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此外，国民党及部分知识分子为维护曾国藩传统文化 “卫道士”的形象，从 “外来文化邪恶论”的

视角来肯定曾国藩 “卫道辟邪”的重要 “历史贡献”，进一步把曾国藩塑造为民族主义者。⑤ 正如德国著

名太平天国史专家施泰格 （Ｂｒｕｎｈｉｌｄ Ｓｔａｉｇｅｒ）所说：国民党认为，“民族文化主义能够成为抵御各种外来意
识形态的坚强壁垒。一旦出现用文化来表现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曾国藩，成为民族英雄，因为他们捍

卫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⑥ 政治立场右倾的职业报人王德亮甚至专门撰写一部 《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为其

翻案，他在序言中指出，自己在 １９４０年春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归来后，“重沐总裁熏陶，凛然有动于
中”，受蒋介石的鼓舞而编著该书，目的是增强青年人的爱国思想，“旋拟对现在抗战之精神动员方面，有

所靖献，因于公余觅隙，从事 《中华民族御辱自卫文献》之编纂，以期读者感发兴起，同仇敌忾，加强战

斗意志……使一般青年，获窥先民治丰功伟绩，而增强其爱国思想”。他在第一章极力为曾国藩镇压太平

革命正名，并在其中罗列支持 “湘军志在保卫乡里维持名教”这一说法的学者及其观点，赞扬曾国藩

“重刻船山遗书，欲广布民族思想于社会”的行为，值得后人效仿。此时，曾国藩传统文化 “卫道士”的

形象已然成为国民党暗示、讽刺共产党不能救中国的靶子。王德亮在后记中说，三民主义之所以能成为

“救中国之唯一主义者”，是因为它源自 “中国固有思想与民族精神”，而太平军失败的原因是 “其所持之

主义，不适合中国之国情”。⑦ 由此影射同样信奉外来的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不能救中国。⑧ 可见，国民党之

所以将曾国藩塑造成传统文化 “卫道士”，主要是出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维护其统治的政

治需要。

诚然，尽管诸多知识分子都承认曾国藩是传统文化 “卫道者”，但也不乏批判曾国藩者。如 《大公

报》总编辑王芸生在 《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一文中指摘曾氏之罪状，将曾国藩视为 “中国旧文化

最后一个武装卫道者”，曾 “摧折了中国的初期革命，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一言

以蔽之，“由历史进化的眼光看，曾国藩绝对是一个反动的倒车”⑨，呼吁民众应抛弃 “两千年来正统与道

统交叉控制之下的文化与思想”，不要迷恋复古。作者由此暗示，国民党对曾国藩传统文化 “卫道士”的

宣传只为争得正统与道统。此后，该文被各大报刊纷纷转载，由此引发与刘士笃、王德亮等人的论战。瑏瑠

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后，曾国藩的传统文化 “卫道士”形象已然成为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纷争的政治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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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施泰格：《民族主义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太平天国学刊》第 ５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 ６７、６５页。
方之光、袁蓉：《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６年，自序第 １页、后记第 １页。
刘浦江：《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解构》，《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２期。
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四），《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４５年 １２月 １２日，第 ３版。
刘士笃：《我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看法》（上、下），《中央周刊》１９４６年第 ８卷第 ８期、第 ９ 期；罗正纬：《评 “我对中国历史

的一种看法”》，《战斗中国》１９４６年第 ２卷第 １期；宋亮：《曾国藩的新评价》，《建政月刊》１９４６年第 ２期；俞颂华：《富有热
情的王芸生：为什么他对诸葛亮和曾国藩有严酷的批评》，《人物杂志》１９４６年第 ４期；王德亮：《批评之批评：与王芸生论曾国
藩》，《中央周刊》１９４８年第 １０卷第 ４０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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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奸刽子手”：马克思主义史观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再翻转

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全新的话语体系与分析视角，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在中

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信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观察分析历史与社

会现实，阶级分析方法逐渐成为共产党人争夺话语权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论。抗战后期，国共两党关系日益

恶化。面对国民党对曾国藩传统文化 “卫道士”形象别有用心的塑造与宣传，共产党人也开始予以反击，

以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地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猛烈批判代表旧思想旧文化的曾国藩。

２０世纪 ３０—４０年代，国民党御用文人不断将蒋介石宣传比附为曾国藩，甚至呼吁中国需要 “第二个

曾国藩”①。面对国民党利用传统儒家文化来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挑战，１９４３ 年 ７ 月，陈伯达在 《评 〈中

国之命运〉》一文中从人民的立场、革命的视角予以反驳：“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思想：一种是

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近代中国一开始时候，太平天国与孙中

山就是代表前者，曾国藩及现在中国的一切反共反人民分子就是代表后者。不管太平天国有外国的思想

（自由平等博爱），却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英雄；不管曾国藩满口旧中国的仁义道德 （五

伦五常），却仍是双重的奴才！满奴才和洋奴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

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反动派想取消前一种传统，保留后一种传

统，而我们则正相反。关于中国思想文化问题上的分别，就在这里。”② 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真正的革

命，即使接受了外国的思想也是真正代表中国人的革命，而处于对立面的曾国藩就是反动派，由此暗示共

产党虽然信奉外来的马列主义，但却真正继承了中国的革命传统，而国民党蒋介石则是继承了曾国藩儒家

文化的反革命传统。此时，曾的形象逐渐从正面的儒家文化 “卫道士”再次翻转为负面的反革命人物。

镇压太平天国是曾国藩政治生涯中的里程碑，评价曾氏多少会涉及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正如冯友

兰所言：“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须否定太平天国。”③ 无形中，曾国藩与太平

天国已成为 “圣魔两立”、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标准。实际上，早在 ２０年代初即有知识分子从唯物史观的

视角对太平天国进行评价。毛泽东在 １９２６年 ３月 １８日发表的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明确指

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地主压迫农民的阶级斗争：“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

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

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

争。”④ ３０年代，部分学人围绕阶级斗争理论出版两本太平天国史著作，如李一尘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

（１９３０）和张霄鸣 《太平天国革命史》（１９３３），这两本书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从经济角度分析太平

天国发生的时代背景、革命原因、革命性质、双方阶级成分及革命失败原因。如张霄鸣认为曾国藩出身于

富农家庭，他的经济地位 “已经决定是反革命的，又加之他是秉承祖训的贤孙。他是迷信孔孟之道，尊崇

朱陆之学 （朱陆是继承孔子而更加注重束身忠孝之学），他是相信宗法礼教制度最深的人物”。在其看来，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是 “保护桑梓，实际上就是保护地主商人和富农的优裕统制地位”，通过

保护这些拥护清政府的地主富农阶层而得到自身的荣光。⑤ 但由于史料不足、史实有误，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分析方法评价曾国藩的李一尘和张霄鸣也被称之为 “史观派”。之后学界出版多部以唯物史观为指

南的太平天国史著作，他们均从阶级对立的视角批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如张闻天 《中国现代革命运

１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子路：《社会动态述评：需要第二个曾国藩》，《社会评论 （长沙）》１９４８年第 ６４期。
陈伯达：《评 〈中国之命运〉》，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１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５２１页。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１９８９年第 ７期。
《毛泽东文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３５页。
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３３年，第 １５６、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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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史》（１９３７）、李群杰 《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１９３７）以及朱谦之 《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１９４４）等。①

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是猛烈批判曾国藩的典型代表。１９４４年 ７月，他撰写 《汉奸刽子手曾

国藩的一生》一文在 《解放日报》上连载，令曾国藩 “汉奸刽子手”的形象深入人心。同年，延安新华

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刊出单行本。范文澜在 １９４７年出版 《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解释了该文的写作背景及

目的，旨在揭穿国民党过分追捧、美化曾国藩的阴谋，明确指出曾国藩是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是百

年来一切反动派的开山祖师，直到今天，还有人继承他的汉奸刽子手衣钵，决心充当他的末代裔孙，中国

人民熟悉曾国藩的一套把戏，对提高政治警惕性是不无帮助的。因此把他的一生罪状写成专篇，作为本分

册的附录。”② 他在 《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卷首影射国民党树立曾国藩这个典型是反革命的行为，

已然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传统，认为关于曾国藩的争论是 “一个特别尖锐的标本”。国民党元首孙中山 “拥

护洪秀全、反对曾国藩”，不仅自称为 “洪秀全第二”，甚至 “痛骂曾国藩辈的 ‘以汉攻汉’的汉奸行动

为 ‘廉耻道丧，莫此为甚’”；然而，“现在大后方的一切反动统治人物却以祖先崇拜的虔诚来供奉曾国

藩，把曾国藩的著作大量翻印来作为他们训练干部麻醉青年的教材，对于太平天国的宣传则加以限制和禁

止，譬如关于李秀成的戏剧即被禁演”，范文澜认为国民党 “这种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公然的反叛，当然是

他们整个地背叛革命三民主义的逻辑结果”。③ 从上可知，范文澜对曾国藩的批判及其历史叙事与清末民初

革命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均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攻击，批判其缺乏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清朝统治

者的 “帮凶”。

不惟如是，范文澜对曾国藩所精通的程朱理学也进行严厉批判，认为他所谓的儒家文化 “四维八德”

只是喊口号，实际上他们维护的是地主阶级和大官僚阶层的根本利益：“他精通极端专制主义也是极端奴

隶主义的哲学———程朱道学，运用在言论上，就是满口 ‘诚’‘礼’‘仁义’‘道德’等字样，运用在行动

上，就是极度的残忍，屠杀数千万中国人民。……说是 ‘卫吾道’，所谓 ‘道’，只是少数大地主大官僚

的 ‘道’，从人民看来，恰恰是大逆不道。”④ 显然，曾国藩不仅是专制主义的卫道士，也逐渐演化为一种

文化符号。同时，他还指出曾国藩在处理完屈辱的天津教案后，被全国民众 “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

诛”。⑤ 说到底，范文澜对曾氏言辞激烈地批判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和政治目的，表面上是为了暗示、讽

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实际背后所直指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与近代官僚问题，从而揭示近代历史发

展动力的新认识，即广大农民自下而上的革命才是正道，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无助于解决时代危机

的。此后，曾国藩 “汉奸”“卖国贼”的负面形象再次成为国内历史学界的主流话语。１９４９ 年后，马克思
主义史学观逐渐占据国内史学理论的支配地位，也有学者对利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太平天国提出质疑，⑥

但曾国藩作为 “汉奸刽子手”的负面形象几乎延续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从毛泽东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阶级定性，到众多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曾国藩的剖析，反映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研究领域的深入运用。这一时期曾国藩形象的再翻转，不仅是学术观点的交锋，更

是不同政治力量、历史观的碰撞，深刻影响了国内史学界对近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知。虽有对研究方法

的质疑，但曾国藩的负面形象仍长期主导史学话语，成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注脚，

也为后世反思历史、汲取经验提供了丰富素材与深刻启示。

四、“他者”之思：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

论及曾国藩形象，眼光很难不聚焦于海外学界。晚清以来，中国受到西方社会文化的巨大冲击。作为

２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⑥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延安解放社，１９３７ 年；李群杰： 《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上海：上海真理出版社，
１９３７年；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重庆：中华正气出版社，１９４４年。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上海：中华书店，１９４７年，第 ２页。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出版者的话”，延安：新华书店，１９４４年，第 １页。

⑤　 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第 ３３ ３４、３３页。
如简又文在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简氏猛进书屋，１９５８ 年，第 ４６ 页）一书中严厉批评唯物史观与经济命定论，认为将太
平天国视为经济性的阶级斗争过于武断，易被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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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洋务运动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首领，曾国藩也受到海外学者的长期关注。最早关注曾国藩的是在华

传教士，如卫三畏、丁韪良等，他们在 《中国丛报》《华盛顿邮报》等十多家报刊媒介上发表对曾氏的评

价。① 之后，西方学者逐渐摆脱传教士的立场和观察视角，对其进行专业的史学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曾

国藩在 “他者”眼中的形象有所变化，总体上更偏向于爱国忠臣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实践者。

海外最早对曾国藩进行专业性研究的或许是日本学者紫山川崎三郎，他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曾作为随

军记者到过中国，对晚清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做过颇为深入的研究。他在 １９０３ 年撰写的 《曾国藩传》

一书中将曾国藩称之为 “东方的华盛顿”，认为其功绩可与美国华盛顿、德国俾斯麦以及意大利加里波第

等人相提并论，虽然曾国藩与他们性格各异，“但就其格局和人格而言，绝不在他们之下，不会居于第二

流的经世家”，他在书中对曾氏评价甚高，“若论理想之崇高，品行之高洁，器宇之宏阔，胸襟之极度光

明，曾国藩与华盛顿正在伯仲之间”。② 可见，紫山川崎三郎从政治军事层面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维护

清王朝统治的赞赏有加，这与同一时期国内革命党人对曾国藩的激烈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２０世纪以来，曾国藩在海外学者眼中主要有两种形象：一是维护国家统治的爱国忠臣，二是中国儒家

传统文化的实践者。这两种形象时而分开，时而纠缠在一起，合二为一。如西方学者濮兰德和巴克斯在

《慈禧外纪》中评价：“曾国藩是哲学家中一位具有英雄行为的人物”。不过，“这种英雄行为是由带有各

种弊病的儒家学说体系屡屡训练出来的，而且以后还会为了中国人民的巨大利益不断训练出来”。尽管如

此，“在中国杰出人物中，曾氏仍然名列前茅，用忠诚的明智的爱国主义这个家喻户晓的同义词来描述他

是恰如其分的”。③ 在此，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即曾国藩既是传统文化的实践者，也是忠于国家的爱国

者。美国学者黑尔 （Ｈａｉｌ Ｗ Ｊ）也持这种观点，他在 １９２７年博士论文中指出曾氏的功劳在于避免国家陷

入四分五裂。④ 他进一步解释到，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中国或许会陷入分裂或更多纷争，而曾国藩镇

压太平天国则保全了国家的完整，因此，“他是忠诚于服务对象的仆人曾国藩，实践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国

藩”。⑤ 可见，黑尔与同时期国内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迥然不同，将曾氏与美国领导独立战争的开国元勋华

盛顿相提并论，完全肯定其维护清王朝的忠诚。也有学者提出一种新的观察视角，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

国并非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是为维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如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 １９１４ 年出版的 《清

朝全史》一书中指出：“湘军非勤王主义……意在维持名教，其最终之目的，即恢复异宗教之南京是也。

是故湘军可称为一种宗教军”。⑥ 换言之，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与太平军之间是一场宗教或文化之战。这一观

点在当时并未引起较大反响。直到 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国内学者积极引用这些观点，用以证明曾国藩是

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 “卫道士”。显然，与同时代国人相比，海外学者对曾之印象更加 “正面”，不乏褒

赞之词。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海外汉学的重心由欧洲逐渐移至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主要关注的

议题是晚清时期中国士大夫阶层如何回应西方的冲击与挑战。随着研究视角和范式的转换，尽管海外学者

对曾国藩的评价很高，但也开始批评曾国藩对儒家传统文化的顽固坚守。如费正清 （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和

邓嗣禹在 １９５４年出版的 《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一书中认为，曾国藩是 “风采盖世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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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和儒家治道的化身”，“典型的儒臣，对清朝天子始终忠心耿耿”，① 尤其是他将儒家文化与近代化军备

相结合的做法 “开启了此后数十年的风气，但用于近代国际政治后成效不彰”。② 可见，费正清等海外学

者从总体上肯定了曾国藩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功绩，但认为美中不足的是曾氏过于坚守中国儒家的

传统文化。美国学者芮玛丽 （Ｍａｒｙ Ｃ Ｗｒｉｇｈｔ）亦是如此，她在 １９５７ 年出版的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

义的最后抵抗 （１８６２—１８７４）》一书中将曾国藩称之为同治中兴之际的 “时代豪杰”，“无可争议的伟大

统帅”。在她看来，作为保守派领袖的曾国藩，在带领传统士大夫阶层重塑中国社会信仰和维护政治稳定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时人前所未有的普遍尊敬。但从近代化的视角而言，儒家社会秩序稳定性

的要求与革新技术的近代化目标却背道而驰。由此，儒家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

进程。③ １９５８年，列文森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焦点也是 “传统”与

“近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没有以工业化为背景的西方势力入侵，中国不可能实现近代化转变。④

《剑桥晚清史》一书也将清廷自上而下对改革、创新的拒绝和排斥，都归结于儒家传统文化的顽固抵抗。⑤

可见，在西方研究者的笔下，曾国藩逐渐成为近代中国应对西方冲击的保守派代表人物。

２０世纪 ６０、７０年代，费正清的 “冲击—反应”模式受到学界质疑，学者们开始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

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谢正光 （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ｒｅｗ Ｃｈｅｎｇｋｕａｎｇ）在 １９７５ 年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 《曾国藩———

１９世纪的儒将》中论述了曾氏的儒家思想渊源，认为儒家传统思想对其军事行动产生了重要影响。⑥ 孔飞
力 （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Ｋｕｈｎ）在 １９８０年出版的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１７９６—１８６４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
构》一书中肯定了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曾氏取得成功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 “湖南人的知识振兴”。⑦ 主张 “中国中心观”的柯文 （Ｐａｕｌ Ａ Ｃｏｈｅｎ）在 《在中国发现

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也承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大将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所作出的

改革贡献，但他不同意芮玛丽所说的 “近代化与建立稳定的儒教秩序根本上水火不相容”是同治中兴失败

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是由 “当时大部分中国改革者不愿意 （或不可能）理解近代化对他们自认为已经熟

知的老问题有何关联，能起何作用”所致。⑧ 由此可见，在柯文看来，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改革者并不是抵

抗西方冲击的顽固派，而只是将关注重点放在国内、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了解有限的儒将。

２１世纪以后，海外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仍以 “中兴大将”及儒家文化实践者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

学者，如美国学者罗威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 Ｒｏｗｅ）在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一书中延续前辈学者对曾氏的

评价，认为他是同治中兴时期最有力的汉人官员，⑨ 相较于相对务实的李鸿章，曾氏是儒家理想主义者。

尽管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大将积极推动洋务，但罗威廉认为 １９ 世纪中叶的中国 “几乎或完全没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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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形象演变与知识生产

工业化”。① 在他看来，曾国藩并未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作出多大贡献。可见，曾国藩的形象并未发生太大

的改变，仍维持忠心于清王朝的中兴大将及儒家文化实践者的形象。日本学者冈本隆司在 ２０２２ 年出版的
《曾国藩：“英雄”と中国》一书，从英雄史观的视角探讨了曾国藩在晚清时期呈现的英雄形象。② 可见，

海外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与国内学者复杂多元的观点略有不同，“他者”的身份立场、不同的观察视角和

研究范式使其超脱于民族文化的束缚，较国内史学家更敢于作出大胆而自信的判断。

实际上，不论 “冲击—反应”模式还是 “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路径，曾国藩在海外学者眼中的爱国

忠臣和传统文化践行者的形象多在细微之处加以区别，几乎未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学者们各有偏重，或强

调他维护儒家传统文化的一面，或注重他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一面，或将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尽管也有学

者批评他坚守儒家文化传统导致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延缓，但整体而言，海外学者眼中的曾国藩基本是积极

正面的形象。从 “他者”的角度看曾国藩的形象演变，可为我们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观察视角，进一步丰

富、拓展研究的面相。

结语

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在不同史观的叙事体系之下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复杂形象。政治

人物面孔多元并不稀奇，但曾国藩作为与晚清甚至民国史粘连甚深的历史参与者，其形象的多变已不能算

是单纯的个体复杂性问题，而是深度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与知识话语体系的变迁。

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因排满反帝之政治诉求，猛烈抨击曾国藩为维护清朝统治的 “盗贼”与 “汉

奸”。２０世纪 ３０至 ４０年代，曾国藩的形象再次出现翻转、再翻转。国民党试图通过塑造曾国藩传统儒家
“卫道士”的正面形象，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巩固其统治合法性；而共产党则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肯定

太平天国革命，批判曾国藩，从而争夺思想文化阵地，彰显自身继承中国革命传统的正统性，由此国共两

党展开一场关于思想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与博弈。而海外学者基于其独特的立场、价值观与知识结构，在曾

国藩研究领域形成了差异化的学术切入点。由于置身于不同的政治环境与文化脉络之中，他们较少受到中

国本土政治斗争的直接干扰，得以从更为宏观的中西比较视野出发，对曾国藩的历史角色进行审视。这种

研究视角突破了本土研究的局限，为曾国藩研究注入了跨文化比较的学术维度。然而，在肯定海外研究独

特价值的同时，亦需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东方主义倾向，尤其在早期研究成果及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著作

中，这种倾向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一是刻板化标签认知模式。早期西方汉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常将曾国

藩简单归结为 “儒家保守主义者”或传统 “卫道士”，片面强调其思想中的保守性，而忽视其在洋务运动

等改革实践中主动学习西方技术的积极作为，这种认知模式进一步强化了 “中国停滞”的刻板印象；二是

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部分研究受费正清 “冲击—反应”理论的影响，将曾国藩推动的现代化进程解读

为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刻意弱化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变革动力，隐含 “西方启蒙东方”的价值预设；

三是文化他者化建构。通过强调曾国藩的 “异质性” （如镇压太平天国的 “儒家道德”与西方宗教的对

比），将其塑造为与西方价值观对立的 “他者”，这种研究路径本质上仍是以西方价值体系作为衡量标准。

从学术史角度观之，曾国藩形象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中犹如一面多棱镜，在不同政治话语与学术范式的

映照下折射出多元且复杂的面相。这种 “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认知差异，不仅反映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多维

性，更揭示了历史书写过程中研究者立场、价值观、理论框架对历史叙事的深刻影响。

目前学术界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实为革命史叙事、传统史学叙事与现代性叙事三种话语体系交互作

用的产物。其中，现代性叙事凭借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阐释与时代契合性，在曾国藩研究的学术场域

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学术话语权的动态演变、知识生产模式的持续革新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间的

理论争鸣，三种历史叙事的影响力亦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特征。这种学术现象折射出历史研究中多元话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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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张力与博弈，同时也揭示了历史书写的主观性、时代性及学术研究范式的演进规律。曾国藩形象演变

的历史轨迹表明，历史书写并非客观事实的镜像投射，而是在诸多因素交互影响下呈现出一定的选择性，

其本质乃是书写者基于自身立场、价值观、知识结构及现实诉求，对客观历史展开的主观认知活动。意大

利学者克罗齐认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甚至发展为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

史”，这意味着历史的每一段时期都不单纯由客观事物所塑造，而是通过思想的解读、转化和再创造来呈

现，揭示出历史书写的时代性与思想性特征。英国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凯斯·詹京斯 （Ｋｅｉｔｈ Ｊｅｎｋｉｎｓ）进一
步指出，历史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常因权力关系影响而被重新诠释与编排，统治阶层与被统治

阶层均试图通过重塑历史认知巩固自身话语合法性，① 此过程凸显了历史书写中知识与权力的深层互动。

正如米歇尔·福柯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著名的论断：“权力的运作不断地制造出知识，反之，知识亦不断引
发权力产生新的效用。”② 权力对知识具有生产、分配、审核与遮蔽等作用，而知识亦成为权力主体强化社

会控制的重要工具———通过文化、语言、宗教等符号系统构筑一套 “看似公平”的政治话语与认知体系，

将符合自身统治需要的价值观念逐渐渗透至社会肌理、内化为大众 “常识”，以润物细无声地隐蔽方式重

塑社会文化生态与集体思维模式。这种 “常识化”的共识建构，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运作的结

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形象的历史流变，恰为剖析知识与权力互动关系提供了典型范本，亦为透视

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与知识话语体系变迁开辟了独特历史视角。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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